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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的历史延伸，是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大学历久弥新的教授治学的历史源流追溯，指出教授治学的基本内涵在以教授为主体的教师共同体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风维护、学术评价、学术审议和学术决策等学术领域行使权力的大学内部经营理念和治理结构，其本质在于建立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分立制衡的治理机制，实行大学校园的协商议事和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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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要“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教授治学成为当前我国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内部治理，进行大学是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核心内涵，然而当前学界对教授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和制度架构之上，对教授治学的演进、内涵及本质等语焉不详，因此有必要对其作深入的澄清和探讨。
一、教授治学的演进

考察大学发展史，教授治学的思想萌芽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为了远离教会的神权与世俗的皇权统治之下，维护自身的利益，巴黎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由教师共同负责管理大学内部事务，承担决策的执行与监督任务的“教师行会”， 大学教师保持着自己管理学生的权利，集体管理整个大学。尽管巴黎大学后来发展中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但教授治校的传统在法国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逐渐渡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的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早期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治理结构中，教会以委托代理的形式控制大学，学者共同体通过举荐和“议政”的方式维持着学术自治，宗教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保持相互制约和平衡。

在文艺复兴运动影响下，欧洲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艺复兴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了人的价值和精神意志上的自由，要求把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传统的桎梏和外在权利的压制。在大学演进的过程中，大学教师为自由思想和学术权利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并取得了王权的支持，大学不断走向世俗化和民族化。虽然政府权力机构对大学的影响显著增加，在传统力量的作用下，教授治学依然得到体现，教授仍享有很高社会地位和财富特权，拥有参与大学管理的发言权和投票权以及发展新学问和自由的学术活动权利，教授治学的治理方式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完善。
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建构了由校外董事执掌大政方针、大学教授分管学术事务的大学管理新模式，促进了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诞生。后来这种大学的管理模式又流传到北美殖民地的哈佛学院和其他一些学院，并开始逐步演化成为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1]美国的这些学院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办学资金和具有学术声望的教授，欧洲大学所惯用的讲座制无从谈起，为董事会所支持的校长权威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教授治学成为美国高校治理重要方式，许多如教授会等保障教授治学的组织得以完善和健全，虽然某些教授兼具学者与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但其主要目的起到沟通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桥梁作用，反映教师的利益和诉求，成为抗衡和消解大学行政权力膨胀的有效方式。
传统上，德国大学的内部管理采取的是效仿中世纪学者自治的模式，但19世纪初洪堡从新人文主义思想出发，构建了大学是由参与真理追求的师生组成的学者共同体的理念，在柏林大学建立了教授会，教授会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如遴选校长，任聘教授等。在柏林大学的引领下，教授治学模式及其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从而使德国大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学的核心是讲座和讲座教授，教授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特权，可以自己决定教学和研究的内容，将教授治学模式推向了实践的顶锋。[2]
20世纪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大学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及其机构的复杂化，要求大学的管理专业化，西方大学传统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大学的教师、学生及非教学人员要求参与学校管理的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朝向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校的航向演进。尽管学者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深度和广度都有所降低，教授治学的大学治理方式却很好的传承下来，以教授为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在大学学术事务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在其他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教师作为大学学术权力的一方代表仍旧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能够对行政权力构成强有力的制衡和监督。
      虽然我国现代大学产生较晚，教授治学的理念和精神却是与之相随的。清政府在1904 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就产生大学教授治学制度的萌芽，中华民国所颁布的《大学令》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学教授治学制度。蔡元培在于1917 年出任北大校长后，开始将教授治学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倡导“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在北大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教授会和评议会作为“教授治学”的主体，形成“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术氛围，堪称中国教授治学的典范。193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将其前任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发展为“教授治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学生求学”的治校模式，成为当前我国教授治学的主要思想源流。在我国，真正将教授治学模式推向顶峰的是梅贻琦先生，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作校长期间，广纳各方贤士，把大学的管理权、决定权真正交给了教授，同时给他们提供民主、宽松的氛围，建立了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来确保教授的参与治校的权利，以教授为重、以学术为本理念的回归，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这一决定的推出，关于教授治学的思想又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3] 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成立，教授治学的理念在中国得以付诸实践。目前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邵阳学院、临沂师范学院、宁德师范专科学校、云南财贸学院和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先后成立了教授治学的组织机构，并制定了有关制度，对如何实施“ 教授治学”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4]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首次以国家文件明确了教授治学的地位，为教授治学从理想到实践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教授治学的内涵界说

研究大学治学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明确教授治学的本质和权力范围。学术界对教授治学内涵的理解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和演变过程，还没有统一的权威性的解释。我们知道任何核心概念的界说都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演绎过程，要研究教授治学首先要对教授的概念作清晰的阐明。有人认为，“教授的本意是高等学校中特有的一种职称及拥有这一职称的教师；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主要在教学及科研领域，代表着一定的教学水平及在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5]学界普遍认为，教授的本义既可以是一种职务，也可以指大学中具有一定的教学水平及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学术权威的人，是一所大学学术成就的代表及智慧的象征。但教授治学中的教授不是特指教授群体，已成为一种象征，既不是所有具有教授职称的老师都参加治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具有职称资格的教授，那些具有“治学”能力的初级、中级学术骨干教师应占一定的比例，使他们的愿望和意见在学术权力中能够得到体现。因此，教授治学中的治学的主体也就比较宽泛，其实质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所谓治学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其含义有所区别。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是追求真理、探究学问的场所，因此在日常语境中的治学就是学者们指从事各种教学和学问研究活动，在具体的实践中主要包括学者依靠自身的学术底蕴和视野，从事有利于学术生长、人才培养的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等基本活动。教授治学中的更重要的是治的引申含义，这里的“治学”还有“治理学术”的重要意蕴，也即是说主张教授研究学问和教书育人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并不能因此而忽略了教授在学校的学术管理与决策中同样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重大决策的投票权。有“治学”的资格的教师共同体需要学校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学术事务管理和决策相关决策。当然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学术事务的决策依赖于高深专门的知识，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不是个人行为，学术权力需要某种团体或组织作为载体，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即通过团体的共同意志，以知识为基础进行“同治”，否则有失公正与公平。在理解和界定“教授治学”这一概念时，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取向。从广义上说，学界较为教授权威的观点是“教授治学是教授委员会的本质，其内涵包括教授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和治教学。”[6]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规模庞大的现代大学中，教授在追求自身学术素养的同时，还要利用自身学术、学科优势参与到大学管理中来，诸如学科和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的制定、学术人员的晋级与聘任、学生培养方案的制定等内容，为现代大学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这些都是对教授治学内涵的有益外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与之相似的观点有“教授治学指的是教授从事具有研究属性的学术活动，它包括教授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等三方面内容”。[7]可以看出，广义的教授治学既包括教授个人治学，也包括教授在公共学术事务管理中行使学术权力；而狭义的教授治学只包括后者，认为其实质上是学者治学，是一种学术内行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强调的是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8]当然，从高校治理的角度看，多数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把“教授治学”界定在狭义概念上，他们认为“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这一大学治理理念和制度在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传承和发展，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在参考前人对教授治学内涵概括的基础上，通过对“治学”和“教授”内涵与外延的分析，我们认为教授治学，指在大学内部以教授为主体的教师共同体秉承学术传统与学术标准，以培育创新人才、促进学术发展为基本任务，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风维护、学术评价、学术审议和学术决策等学术领域行使权力的大学内部经营理念和治理结构。
三、教授治学的本质

当前我国所有高校系统都存在着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群体组织的监督权力，由于体制的惯性，绝大多数大学的内部组织缺乏教授治学的平台，漠视了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存在的属性，学术权力参与大学内部管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很不够，仍然按党委和行政组织结构的组织设计来架构，我国大学内部党委行政权力系统等级特征明显、学术权力和监督权力基本成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的婢女或花瓶，只是虚有其名。实施“教授治学”，本质在于促进大学教授潜心学问，缓解目前高校行政权力泛化的弊端，协调和平衡高校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分立制衡的治理机制，实质上就是实行大学校园的协商议事和学术自由。具体地讲，主要包括这几层基本的含义：

首先，教授治学本质在于教授研究学问，道德文章，学术精进。教授治学要求教授要率先垂范，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术道路上要恪守学术道德，以良好的学风和高尚的师德为载体，追求独立的学术人格，享受桃李芳菲的职业幸福，坚守卓尔不群的独特品质，保持博雅开放的胸襟、对庸俗功利的超脱，专心的进行学术研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促进学术发展。同时，教授治学本质在于教授以渊博的学识加强对年轻教师和学生的科学道德及学风的教育，专心的教书育人，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提供宽松的学习环境、自由的研究氛围、自主的知识选择，形成学生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去发现人类和自然的奥秘，以知识起开启学子的智慧，以价值引领社会风尚；让恬静优雅的校园生活、自由的学术探讨、学者间平等的交往和纯粹的友谊这些大学的基本元素能得以彰显。因此，教授治学基本要旨在于大学内以教授为主的学术共同体要传承文化、引领社会、匡正时弊，保持育人为本、科学求真、批判创新、责任担当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
其次，教授治学本质在于大学的官学分离。在我国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大多是政治权力是核心，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在其领导下，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泛化现象非常明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界限不明，主体本末倒置，党政人员成了支配学校的核心，学术权力缺乏相关制度保障，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体现，从而不利于大学形成民主、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教授治学要求大学内部治理机构中在学术与党政之间，始终保持学术的尊严给学术权力以应有的地位和权威，将治学的事情交给教授，既在学术上发挥教授们的积极作用，又在治学上发挥他们的智慧和专长，切实落实教授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可以提高学术管理的水平。教授治学的关键是恰当地划分了学术权力和党政权力，合理规范学术权力与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范围和程序，剥离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明确学术权力和党政权力是作用于不同范畴的权力关系，为学术权力的行使划分出相对单独的领域，在学术管理活动中通过制度给建立发挥其效能的制度保障机制，使三者在学术管理活动中建立一种各自明确的职能范围和有机合作与协调的关系，极大程度地减少了交叉的空间和可能性，也就减少了权力发生冲突的机会。这就为学术权力的有效行使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学术权力的发挥争取了最大的、也是最适度的作用空间。[9]
第三，教授治学的本质在于大学权力的制衡。教授治学用制度、用明确的权责关系加以外部的强制性制约，有效平衡组织内部的学术权力和政治权力、行政权力的关系，促进大学事务的集体协商，共同参与，相互监督，携手并进。教授治学肯定学术领导权、专业设置权、教学计划制定权、教职工专业技术水平考察聘任权、人员选拔权、对学院行政领导的评议权、学生学业水平评价权等，让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高校一系列重要事项上，发挥着学术评价和决策职能。但我们必须明确教授作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受自身学科和专业的限制，对治学并不一定都内行。“教授治学”必须完善制度设计，不受制约的权力猛于虎，置于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和置于学术权力之上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所引导的高校发展都不会是符合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的结果，势必引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教授治学必须实现教授责、权、利的统一，才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学术梯队的建设、学术大家的成长。
总之，教授治学是当前我国大学进行学术决策、学术资源配置的最本质依据，是崇尚真理、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有效途径，但教授治学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中国特色，具有一定的工具性、权宜性意味，作为一个实践过程，教授治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成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大学中的各种矛盾和制度危机的万能钥匙。讨论教授治学，高度重视和借鉴国外和历史的经验基础上和当前我国大学的现状和特色密切结合，只有政治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分立制衡体制和机制健全之后，教授治学才能真正实现从政治权力、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根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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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Professors Academic Management

XiongYan,guoping
( Yibin University; Yibin Sichuan 644000)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Faculty governance, Professors academic management is the main content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This paper t races ba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ors academic management;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ors academic management is an idea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hich Professors as a the whole body how to exert their powers of academic research、academic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style maintenance,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academic considered and academic decision, Its essence lies in not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cks and balances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academic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but als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cedure of the consulta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university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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